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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传媒的 “媒化” 运行机制研究

———以 《大公报·文艺副刊》 为例

林晓华　 邱艳萍

摘　 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生产、 传播、 接受过程中， 以报纸文艺副刊为主体的文学传媒起着重

要作用。 现代文学作品在进入报刊发表阶段之后， 必然要经历 “媒化” 进程。 文章以 《大公报·文艺副

刊》 为研究对象， 考察 《大公报》 的媒介定位与受众策略对于 《大公报·文艺副刊》 的潜在规制， 进而

分析 《大公报·文艺副刊》 的编辑在保持较高文学水准的同时， 如何运用媒介营销策略来调节和配置文学

资源， 并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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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学传媒 “媒化” 运行机制研究方法的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平台为报纸副刊、 文艺期刊、 文学出版三分天下。 其中， 报纸因为最接近大众

趣味， 是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传播渠道。 曹聚仁认为： “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 血缘是很密切

的。” ［１］报纸的文艺副刊作为文学传媒的主体，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 传播、 接受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 王本朝指出： “现代职业作家的创作机制， 报纸杂志的传媒机制， 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形成了

中国现代文学的体制力量， 同时也可看作是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标志之一。” ［２］ 其中关于 “报纸杂志

的传媒机制、 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 的提法， 正是文学传媒与现代文学互动、 共生的重要论断。
文学作品在进入报刊发表阶段之后， 必然要经历 “媒化” 进程。 所谓文学作品的 “媒化”， 指进入

媒介的文学作品， 除了在文学水准上过关之外， 还需要符合文学传媒的定位、 价值取向与选题标准等，
方能得到媒介的接纳， 从而进入传播与流通环节。 本文以 《大公报·文艺副刊》 （以下简称 “ 《文

副》 ” ） 为研究对象， 探讨文学传媒的 “媒化” 运行机制。 将 “ 《文副》 ” 作为个案研究， 从研究理

念、 研究方法上看， 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 文学传媒研究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 立体透视的研究理念。 亨利·雷马克指出： “我们

必须进行综合， 除非我们要让文学研究永远处于支离破碎和孤立隔绝的状态。” ［３］ 可能是 《文副》 的文

学成就太过耀眼， 以往 《文副》 的相关研究成果不少， 但大都是 《文副》 所推出的作家研究， 或是发

表于 《文副》 的文学作品研究。 这些研究突出了 《文副》 的文学性， 但是 《文副》 作为文学传媒所具

有的传媒特点， 特别是文学作品进入 《文副》 后， “媒化” 运行机制如何发挥作用， 鲜有提及。 “文

学” 与 “传媒” 成了无法粘在一起的两张 “皮”。 本文对于 《文副》 “媒化” 运行机制的研究， 综合运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３ 年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重大项目培育项目 “民族地区信息传播的深层模式探究与理论体系的建构”
（１３ＳＺＤ０８）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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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学、 新闻学、 传播学的学科知识， 首先分析 《大公报》 本身的媒介定位与受众策略对于 《文副》
的规制， 进而考察 《文副》 编辑部是如何运用各种媒介营销策略来调节和配置文学资源， 以取得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其侧重点在于将 《文副》 作为一个标本， 深入研究 “文学” 与 “传媒” 之

间的互动、 共生关系， 从而在研究理念上树立全局性的眼光。
其次， 个案研究应是文学传媒研究的起点。 文学传媒具有两方面的特点： 一是作为传播文学的平

台， 具有文学性； 二是文学传媒作为专业媒体， 具有媒体特性。 由此， 一方面文学传媒不是文学作品

集， 但另一方面， 文学传媒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众媒体， 文学传媒的定位、 读者策略、 运行机制、
传播路径都与一般的大众媒体有所区别。 而且， 不同的文学传媒， 由于其社会环境、 媒介定位、 编辑

方针、 作者资源的不同， 其文艺副刊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因此， 若只从表面扫描， 可能会有些整体印象， 但容易显得空泛与粗疏， 一如黄发有先生所言，

“借助几本图书杂志、 几部影像作品， 就可以纵横驰骋地大谈文学传媒的历史源流与当代走向， 进行流

于空泛的现象描述与草率的价值评判。” ［４］ 所以， 文学传媒研究需要扎实的个案研究， 深入到典型文学

传媒的内部， 获得真实的、 一手的材料， 从而了解其内部的运行机制和外部力量对于文学的渗透和影

响。 所以， 将多学科透视与个案研究结合， 有利于文学传媒研究从点到面， 从局部到整体的推进， 对

于正在生长中的文学传播学与文学接受史这两大学科会形成有力支撑。

二、 《大公报》 的媒介定位对 《文副》 的规制

作为母报， 《大公报》 的媒介定位与受众策略对于 《文副》 有着重要的影响， 并直接规范、 制约着

《文副》 的运行。 《大公报》 为民国第一大报， 是 “文人办报” 的典范。 １９０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 《大公报》
创办人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 《 〈大公报〉 序》， 声明办报宗旨为 “开风气， 牗民智， 挹彼欧西学术，
启我同胞聪明。” 从 １９０２ 年到 １９２６ 年， 《大公报》 三易其主， 但其 “引进西方先进文化， 开启民智”
的精魂却薪火相传。

１９２６ 年 ９ 月， 新记 《大公报》 复刊号上刊登了由张季鸾执笔的 《本社同人之旨趣》 中， 提出了著

名的四不社训： “不党、 不私、 不卖、 不盲”。 以 “独立办报” 为主要宗旨的新记 《大公报》， 其读者

群体包括知识分子、 官吏、 公务员等。 这其中， 重要的读者群体之一是知识分子， 当时主要是大学师

生。 那么， 怎样才能做到吸引众多的大学师生来阅读 《大公报》？ 针对这一读者群体， 《大公报》 的媒

介策略是开办了几个重要的专业副刊， 请各个领域的重量级学者来担任副刊主编或撰稿人。
《大公报》 的专家团队及其所办副刊

序号 《大公报》 的副刊名称 副刊主编或撰稿人

１ 《星期论文》 撰稿人： 胡适、 傅斯年、 蒋廷黻等两百多个人

２ 《经济研究周刊》、 《经济周刊》、 《统计周刊》 撰稿人： 何廉、 方显廷等经济学家

３ 《乡村建设》 撰稿人： 晏阳初等学者

４ 《文艺副刊》
副刊主编：
吴　 宓 （１９２８ 年－１９３３ 年）
沈从文 （１９３３ 年－１９３５ 年）

　 　 以上学者既是当时名重一时的社会名流、 大学者， 又是所在领域的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是指在人

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 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 “活跃分子”， 他们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

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的作用。 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以副刊主编或撰稿人的角色在 《大公报》
上发表文学作品或最新研究论文， 这对于大学师生及知识青年们来说， 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我们重点来看 《大公报·文艺副刊》。 “新记” 《大公报》 先开办了副刊 《艺林》， 后来又开设了

《小公园》 与 《文学副刊》。 《文学副刊》 首任主编是 “学衡派” 代表人物吴宓。 吴宓先生是当时文化

界、 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 由他来主编 《大公报》 的 《文学副刊》， 其影响力和号召力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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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吴宓思想上较为保守， 远离新文学。 对此， 《大公报》 总经理胡政之曾说过： “我就是嫌这个刊物编

得太老气横秋。 《大公报》 不能只给提笼架鸟的老头儿看。” ［５］

在 １９３０ 年初， 白话文与新文学已成气候， 《大公报》 必须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大公报》 负责

人决定更换编辑， 转换副刊风格。 １９３３ 年， 《大公报》 邀请沈从文、 杨振声两人担任 《文副》 主编。
此时的沈从文已经是一位在文坛名气响亮的作家。 沈从文追求文学的独立姿态， 与 《大公报》 自身

“大公无私， 不偏不倚” 及 “不党， 不卖， 不私， 不盲” 的办报理念不谋而合。
《文副》 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作者团队。 既有成名作家老舍、 巴金、 周作人、 冰心、 张天翼、 傅彦

长、 鲁彦， 又有当时的文坛新秀曹禺、 卞之琳、 何其芳等人。 从 《大公报》 的角度来说， 以大学师生

为主体的知识分子， 是 《大公报》 的重点读者群， 通过创办 《文副》 这样的文学媒体， 甚至于将 《文
副》 编辑部设立在著名大学里， 可以很好地吸引大学师生购买、 阅读 《大公报》。 其次， 一般情况下

《大公报》 本身的媒介定位对 《文副》 的办刊理念来说是潜在的核心框架， 而 《大公报》 对 《文副》
显性的规范制约， 是以更换主编的方式来体现的。

三、 《文副》 的媒体调节和文学资源配置

作为报刊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艺副刊具有大众传媒的基本属性： 政治性、 文化性、 商品性。 文艺副

刊的政治性、 文化性， 学界已有较多研究， 此处不再赘言。 文章中的商品性， 指文艺副刊既是作为一

种面向读者的文化产品， 也是一种需要投向市场的商品。 因此， 文艺副刊在运营过程中， 需要运用多

种媒介营销手法， 来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在中国现代文学生产过程中， 报纸文艺副刊的 “媒化” 运行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代文学作品

在进入媒介之后， “媒化” 机制随即发生作用， 对文学作品甚至于对作家本人按照媒介标准进行运作：
选题、 策划、 修改、 包装与宣传。 比如， 副刊编辑的 “把关人” 作用， 会对现代文学作家的创作形成

引导与规范， 这种引导和规范对于部分 “以文为生” 的作家来说更为直接， 也更明显。 文学报刊将一

些作家作品放置于重要的版面位置进行发表， 这种 “今日头条” 式的议程设置会吸引最多的关注度，
当然也对其他安排在不起眼版面位置的， 甚至于没有发表于报刊的文学作品形成遮蔽效果。 选择一个

作家， 对其进行包装与宣传， 会将一个无名作家变成文学明星， 从而在后续作品发表时实现报刊与作

家的双赢， 收获更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现代文学作家、 作品在 “媒化” 之后， 事实上即是两种标准： 文学标准与媒介标准。 既是文学作

品， 也是文化商品； 既是作家， 又是文化名人与媒体明星。 典型如鲁迅，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成

功的作家， 但又是一个失败的编辑。 鲁迅一生主编或参编的报刊达数十种之多， 但我们也看到， 鲁迅

主编或参编的报刊没有一个取得过真正的市场成功。 人各有所长， 报刊运作需要有专门、 专业的技能，
是一门特殊的、 复杂的学问， 创办文学报刊对于现代文学传播来说， 非常重要。 鲁迅在编辑事业上相

对不那么成功， 恰恰说明了当时文学传媒市场的竞争相当激烈。 文学传媒作为一种特殊商品， 能否得

到市场认可， 除了文学本身的高水准之外， 还得通晓媒介营销与媒介竞争的知识， 方能取得成功。
１９３３ 年， 沈从文开始主编 《文副》。 沈从文一直提倡纯粹的文学， 追求文学的独立， 但是他在主编

《文副》 时， 既是作家， 又是报纸编辑。 一方面要符合 《文副》 的文学性， 另一方面， 也要符合 《大公

报》 本身的市场定位与编辑方针。 在追求文学理想的同时， 沈从文必然要注重读者的口味与趣味， 关

注市场反应。 由此， 他不得不在 “文” 与 “商” 之间谋求平衡， 寻找最佳结合点。
（１） 首发式打名人牌。 名人效应， 是名人的出现所达成的引人注意、 强化事物、 扩大影响的效应，

或人们模仿名人的心理现象的统称。 沈从文主编的 《文副》 第一期于 １９３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出刊， 所推出的

作家、 作品均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其阵容堪称豪华。 这一期有杨振声的小说 《乞雨》、 林徽因的 《惟其

是脆嫩》、 卞之琳的新诗 《倦》、 沈从文的 《记丁玲女士·跋》 等作品。 卞之琳是当时诗人代表， 林徽

因是青春偶像派作家， 杨振声时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 又曾主编 《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 和 《中学国

文教科书》， 在师生中有较高知名度。 至于沈从文自己， 他从一个没有文凭的文艺青年， 成长为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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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大学教授， 本身就是一个励志榜样。 所以， １９３３ 年 《文副》 第一期以这样的豪华组合亮相， 可谓

先声夺人， 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
（２） 引发文学论争以保持关注度。 《文副》 首打名人牌， 效果固然极好， 但读者历来喜新厌旧， 新

鲜劲一过， 注意力就会分散。 文学论争本是一种业务探讨， 但文学论争若是出现在大众传媒上， 就具

有了新闻性， 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围观。 一个月后， 沈从文在 《文副》 第九期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

文章 《文学者的态度》， 引发了 “京派” 与 “海派” 之争。 在 《态度》 中， 沈从文认为 “平常作家在

作品成绩上努力， 他们 （文学的票友与白相人） 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 他反对做文学的 “票友” 和

“白相” 人， 认为文学创作应当遵守自己 “事业的尊严”， 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超脱于政治、 商业之外。
《态度》 引发了一场为时一年、 牵扯人数近百的论战。 上海是当时中国文坛的中心， 不仅有张恨水、 周

瘦鹃， 更有鲁迅、 茅盾等大作家。 苏汶、 姚雪垠、 曹聚仁、 胡风、 徐懋庸等先后撰文表明自己的立场

或态度。 最值得关注的是鲁迅前后写了多篇文章参与论争， 最重要的是 《 “京派” 与 “海派” 》 《南人

与北人》。 而作为论争的发起者， 沈从文是最为活跃的， 他在 《文副》 上先后发表了十几篇文论， 包括

《论 “海派” 》 《打头文学》 《知识阶级与进步》 《关于 “海派” 》 等。
当然， 若说这场文学论争是沈从文有意挑起， 以便通过商业炒作来推广 《文副》， 这未必是其初

衷。 但是继 《文副》 首发式上打名人牌之后， 时隔一月， “京” “海” 之争又再次让读者聚焦于这份文

艺副刊， 从而有效地提升了读者的关注度和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却是客观事实。 此后， 《文副》 还参与

过 “反差不多”、 关于大众语和通俗化的讨论。 参与这些论争， 一方面是 《文副》 编者希望藉此表明自

己的文学立场； 另一方面， 在客观上， 通过对文坛热点事件的参与， 又可以来提升 《文副》 的读者关

注度与市场热度。
（３） 开展读者活动： 文学评奖、 编选出版作品。 《文副》 的媒介营销还包括设立文学奖金、 编选出

版 《 〈大公报文艺丛刊〉 小说选》 等方式。 这些动作， 一方面可以吸引作者与读者参与刊物活动， 另一

方面盘点、 展示办刊实绩， 很好地扩大了 《文副》 在文艺界和读者群中的影响。
经过努力， 沈从文将 《文副》 办成了高水平的纯文学副刊， 其定位和风格完全有别于通俗、 甚至

于部分是低级趣味的海派市民期刊。 由此， 争取到了高校师生和文艺青年这个庞大且具有引领效应的

读者群体。 到 １９３５ 年 ６ 月 “刊物固定读者大约二十万人”， 在当时的确是一个拥有相当规模的受众群

体的副刊了。 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 《文副》 得到了市场的高度认可， 并在文艺界发生了重要

影响。
１９４１ 年， 《大公报》 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 “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 奖章， 总编辑张季鸾总结其

办报成功的八字方针为 “文人论政、 商业经营”。 《文副》 作为 《大公报》 的子刊物， 如果说 “名家办

刊、 商业经营” 是沈从文主编 《文副》 的成功秘诀， 不能不说这是比较贴切的。 名家办刊是亮点， 使

得 《文副》 能够保持较高的文学水准， 而商业经营则是底色， 是 《文副》 取得市场成功的保障。
通过对 《文副》 “媒化” 运行机制的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 在文学传媒与现代作家作品的互动、 共

生中， 现代文学的 “现代性” 就逐渐地萌芽、 生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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